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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抑郁障碍是最常见的精神疾病之一，全球患病率较高，带来了沉重的疾病负担。抑郁障碍不仅显著增加

自杀风险，严重损害患者的社会功能，还与多种慢性躯体疾病相互影响，加重病情。抑郁障碍的病因涉

及遗传、环境及神经生物学等多方面因素。本文总结了抑郁障碍的临床分型、评估手段及治疗策略。目

前，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物理治疗是主要治疗方法，新型药物和神经调控技术为难治性患者提供了新

的选择。未来研究应更加注重精准医疗和个体化治疗，为深入理解抑郁障碍的发病机制和改进诊疗策略

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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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pressive disorder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ental illnesses. It has a high global prevalence and 
imposes a heavy disease burden. This condi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risk of suicide. It also 
severely impairs patients’ social functioning. Moreover, depressive disorder interacts with various 
chronic physical diseases, worsening their progression. The etiology of depressive disorder involves 
genetic, environmental, and neurobiological factor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linical sub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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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methods,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for depressive disorder. Currently, pharmacological 
therapy, psychotherapy, and physical therapy are the main treatment approaches. Novel medications 
and neuromodulation techniques offer new options for treatment-resistant patient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more on precision medicine and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This will help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depressive disorder’s pathogenesis and improve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strat-
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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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抑郁障碍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以持续性的悲伤情绪、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或愉快感为核心临床

表现，常伴有认知、精神运动性及其他功能紊乱，严重损害患者的社会功能[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 
2025 年发布的数据，全球约有 14%的人口(超过 10.95 亿人)受到精神障碍的影响，其中抑郁障碍与焦虑

障碍是最主要的类型。2019 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显示，精神障碍造成了高达 1.25 亿人的健康寿命损失，

占全球疾病总负担的 4.9% [2]。在我国，45 岁及以上中老年人群的抑郁症患病率高达 40.5% [3]。 
抑郁障碍不仅大幅增加自杀风险，导致患者社会功能严重受损，它还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卒中

等其他慢性躯体疾病相互加重，且抑郁症患者比健康人更易罹患多种慢性疾病[4]。目前，我国抑郁症识

别率与治疗率严重不足，所以，加强早期筛查、建立规范的诊疗体系并实施有效的临床干预，已经成为

我国精神卫生领域一个需要解决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抑郁障碍的病因、症状和治疗反应因人而异，目

前诊断和治疗模式是导致疗效不佳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的核心论点是：未来的研究与实践需致力于

构建一个整合了多维度生物学与临床数据的诊疗模型，通过对患者进行精确分型，从而实现真正的个体

化干预，最终提升整体诊疗水平。 

2. 抑郁障碍 

2.1. 影响因素 

抑郁障碍的病因复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遗传学研究显示，抑郁障碍有 30%~50%的遗传

可能性，全基因组研究已经发现了上百个相关的风险基因位点，包括与突触功能和钙信号相关的基因。

环境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诱因，长期处于压力下可导致神经结构改变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HPA)轴功能紊乱。此外，合并其他躯体疾病如神经退行性疾病、心血管

病及代谢异常等，也会显著增加抑郁障碍的发病风险。传统的单胺假说指出，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和

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功能不足是核心机制，很多药物就是通过提高这些神经递质在脑中的浓度来发挥作

用的。近年来，星形胶质细胞功能异常在抑郁障碍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其在神经递质回收、突触可

塑性和炎症调节中的功能失调，被认为是抑郁障碍发生的重要细胞基础[5]。 
此外，新兴的研究领域也拓展了我们对抑郁障碍复杂性的认识。例如，肠道微生物–脑轴的研究表

明，肠道菌群通过免疫、代谢和神经内分泌途径与大脑进行双向沟通，其失调可能与抑郁的发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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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通过益生菌或饮食干预调节菌群来治疗抑郁提供了新思路[6]。同样，免疫代谢领域的研究发现，抑

郁患者常存在慢性的、低度的全身性炎症状态和代谢紊乱，炎症细胞因子可以影响神经递质代谢和神经

可塑性，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抑郁症与肥胖、糖尿病等代谢疾病共病率高[7]。这些强调了抑郁障碍不仅

仅是一种大脑疾病，更是一种全身性疾病。总的来说，抑郁障碍的病因具有高度异质性和系统性，未来

研究需要结合多组学、脑影像与临床数据，从多细胞、多器官层面深入研究其发病机制。 

2.2. 分类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中主要的抑郁障碍亚型包括：破坏性心境

失调障碍，主要见于儿童和青少年，以持续性的易激惹和频繁的行为失控为特征；重性抑郁障碍，包括

单次发作和反复发作，其下又可根据特定症状特征细分，如伴焦虑痛苦、伴混合特征、伴忧郁特征等；

持续性抑郁障碍，指持续时间长达 2 年以上的抑郁心境；经前期心绪不良障碍，强调了与月经周期密切

相关的情绪和行为症状[8]。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将抑郁障碍作为母类别，其下分为单次发作性

抑郁障碍、复发性抑郁障碍和恶劣心境[9]。基于症状特征，常见的临床亚型包括：忧郁型抑郁，以精神

运动性障碍和快感完全丧失为特征；非典型抑郁，表现为心境反应性、食欲亢进和嗜睡；伴焦虑痛苦的

抑郁，存在明显紧张和激越，通常预后较差[10]-[12]。 

2.3. 常见评估方法 

抑郁障碍的常见评估方法主要有两大类：临床访谈和标准化量表，二者结合是实现准确筛查、评估

及疗效监测的关键。临床访谈是诊断的基础，其中基于《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ifth Edition, DSM-5)或《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Eleventh Revision, ICD-11)的半结构化访谈具有较高诊断效能，能系统评估症状

频率、严重程度及社会功能损害[13]。在标准化量表方面，自评量表与他评量表被广泛使用，患者健康问

卷-9 项(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因其简单高效，已成为初级医疗和社区筛查抑郁的核心工

具，其总分能很好的反应抑郁的严重程度[14]；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作为他评量表的金标准，在临床上应用很广，尤其适用于评估治疗效果[15]。近年来，评估方法

正朝着多维度、更精准的方向发展，例如通过分析静息态功能性磁共振成像(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
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fMRI)的脑功能连接模式，试图识别与抑郁相关的生物标志物，为客观评估提

供更多信息[16]；此外，随着数字健康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基于智能手机的生态瞬时评估(Ecological Mo-
mentary Assessment, EMA)，这种方法可以在患者日常生活中实时收集他们的情绪、认知及行为数据，有

效避免了事后回忆可能产生的偏差，能够更高频率地追踪症状变化[17]。 
然而，这些评估方法各有其局限性，临床访谈和量表主要依赖患者的主诉和医生的观察，容易受到

主观偏见的影响。神经影像学等技术目前成本高昂，且找到的脑功能连接模式尚不能作为可靠的诊断工

具用于单个患者。数字健康技术则面临数据隐私、算法可靠性以及在不同人群中适用性等问题。因此，

未来的研究方向不是依赖单一方法，而是需要将主观的临床报告与客观的生物学、行为学数据(如脑影像、

炎症指标、数字表型)结合起来，形成多维度的评估。 

3. 抑郁障碍的治疗方法 

3.1. 药物治疗 

目前，抑郁障碍的药物治疗仍以传统抗抑郁药为基础，同时新型药物的研发也取得了重要进展。选

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SRIs)与 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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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取抑制剂(Serotonin and Norepinephrine Reuptake Inhibitors, SNRIs)作为一线治疗药物，如氟西汀、文拉

法辛等，其疗效和安全性已得到大量研究证实[18]，然而，约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对这些抗抑郁药治疗反应

不佳，这推动了新靶点药物的探索。近年来，氯胺酮的快速抗抑郁作用有了重大突破，其通过非竞争性

拮抗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快速起效，为难治性抑郁提供了新的选择[19]。此外，别孕烯醇酮是第一个

被批准用于治疗产后抑郁的神经活性类固醇，通过正向调节 γ-氨基丁酸 A 型受体功能起效[20]。针对其

他靶点的研究也在进行中，如阿片受体系统、食欲素受体等，目的是开发出起效更快、副作用更小的药

物[21] [22]。 
然而现有药物的起效通常需要 2~4 周，且副作用(如体重增加、性功能障碍)常见，影响患者依从性。

其次，氯胺酮等新型药物可能存在滥用风险，其长期疗效和安全性仍需更多研究。因此，未来的研究重

点应该放在探索抑郁障碍的深层病理机制上，以发现能指导个体化治疗的新型生物标志物，从而优化现

有药物的临床应用并提高治疗效果。 

3.2. 心理治疗 

在抑郁障碍的心理治疗领域，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和人际心理治疗(In-
terpersonal Therapy, IPT)仍是循证支持最充分的干预手段，近年来，CBT 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巩固，它可以

通过帮助患者识别并改善负性认知及适应不良行为来缓解抑郁症状[23]。同时，基于正念的干预措施，特

别是正念认知疗法(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MBCT)，在预防抑郁复发方面显示出独特优势，

其机制被认为与提升对负性思维的认知觉察及情绪调节能力有关[24]。接纳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作为新一代认知行为疗法的代表，通过促进心理灵活性并按照个人价值行动

来减轻痛苦，其应用证据也在不断积累[25]。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特定人群和情境的适应性治疗策略，例

如针对青少年的心理治疗需整合家庭和学校系统，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化认知行为疗法(Internet-based Cog-
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iCBT)则成为一种有前景的补充治疗形式[26]。 

心理治疗其疗效高度依赖于治疗师的专业水平和与患者的治疗关系，质量难以统一。其次，患者需

要付出较多时间和精力，对于动机不足或认知功能受损的患者效果可能有限。另外，iCBT 虽然便捷，但

脱落率较高，且不适合于有高风险(如自杀)的患者。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推动心理治疗的精准整合，通过

识别疗效预测标志物来实现个体化方案制定，并将不同心理疗法或心理与物理干预相结合，从而为难治

性患者探索新的治疗途径。 

3.3. 物理治疗 

抑郁障碍的物理治疗领域近年来发展迅速，已成为药物和心理治疗之外不可或缺的有效治疗手段。

在非侵入性的神经调控技术中，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占据

重要地位，大量临床研究证明它能有效改善难治性抑郁患者的症状，特别是高频刺激左侧背外侧前额叶

的方案，因其良好的安全性而被广泛使用[27]。相比之下，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
ulation, tDCS)因为无创、便携及低成本而受到关注，研究显示对前额叶皮层进行阳极刺激能够产生有临

床意义的抗抑郁效果[28]。对于病程长、很难治疗的患者，侵入性的迷走神经刺激(Vagus Nerve Stimulation, 
VNS)提供了一种长期治疗选择，它的效果可能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变得更加明显，其作用机制与调节神

经可塑性和神经递质网络有关[29]。在所有物理疗法中，改良电休克治疗(Modified Electroconvulsive Ther-
apy, MECT)对于有严重自杀风险、伴有精神病性症状或紧张症的抑郁发作，仍然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之

一，目前麻醉与肌松技术的应用已使其安全性得到显著提升[30]。 
物理治疗的挑战在于其疗效的个体差异很大，且作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例如，rTMS 对相当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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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无效；tDCS 的效果相对温和，且刺激参数需要标准化；MECT 虽然强效，但可能引起短暂的记忆损

害等认知副作用，导致部分患者抵触。VNS 则需要进行手术，成本高且起效慢。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实

现治疗的精准化，并探索不同神经调控技术的协同效应，以阐明其内在的神经生物学机制。 

4. 总结与展望 

抑郁障碍严重影响社会功能并加剧共病风险，其病因涉及遗传、环境、神经递质及神经胶质细胞等

多个层面的复杂相互作用。评估方法正在从传统量表向融合神经影像与数字健康技术的多维动态评估发

展。在治疗方面，药物治疗在新型靶点(如 NMDA、GABAA 受体)上取得了突破，心理治疗中认知行为疗

法与正念干预有充分的证据支持，物理治疗如 rTMS 和 MECT 对难治性患者非常关键。 
未来关于抑郁障碍的研究应该更注重整合机制探索和实现精准的临床应用。通过结合多组学、脑影

像与临床数据，从而揭示其多细胞、多器官的病理机制，并发现能指导个体化治疗的生物标志物。治疗

策略将更倾向于整合药物、心理、物理等多种干预手段，并借助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实现动态监测和

精准干预，从而提升抑郁症的识别率、治疗率和患者的康复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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